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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规模增长面临拐点，教育结构有较
大改善，绝对收入也还在持续增长。但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属于城市中
的边缘群体。本文使用 2006 － 2015 年五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综合调查数
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发现结构改善没有真正提高他们的社
会经济地位，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自评反而在下降，呈现“逆
成长”态势。因此，本文认为即便是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
因素自发调节和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应该对社会政策的影
响加以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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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农民工①一直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城

乡夹缝中追求更好的生活，户籍上属于农业户口，身份上是农村人，职

业上是工人(李强，1999;李培林，2003;朱力，2003)。与农民相比，他
们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却收入微薄的尴尬(李莹，2004);但与城镇
人口相比，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职业岗位等方面均处于被歧视
的地位(姚先国、赖普清，2004;李培林、李炜，2007)。虽然农民工阶层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就备受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
使用多期横断面调查数据来分析农民工中长期变化的研究并不多。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形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陷入新的衰退周

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亦难以幸免，依靠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出
口外向型经济遭受冲击，进入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不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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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农民工的界定参照了国家统计局的界定，即户籍是农业户口且在城镇地区就业的
人群。



民工就业却基本保持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
数据》，①2015 年农民工数量高达 2. 77 亿人，与 2014 年相比，增长了
1. 28%。尽管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长，增速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劳动
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这一时期，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1)高学历农民工的数量显著增加。2011 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
民工比例为 5. 3%，2015 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进一步增加到
8. 3%。(2)农民工就业出现脱离第二产业的趋势。从事第二产业农
民工的比例也从 2008 年的 60. 2%下降到 2015 年的 52. 2%。(3)农民
工绝对收入上升，增速却显著下降。从 2010 年到 2013 年，农民工平均
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均在 10% 以上，2015 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只
有 7. 26%。
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教育、职业和收入是决定社会经济地位最为

关键的变量(李强，2006;卢福营、张兆曙，2006;李春玲，2007)。近几
年农民工在教育、就业行业和收入水平上发生的显著变化理应影响到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自我评价。为了分析这些变化，本文使用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GSS)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五轮全国范围内的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方法，分析农民
工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变迁

户籍政策和教育政策对农民工的影响最大，不仅改变了农民工的

生命历程，还改变了农民工的构成。本文尝试梳理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中国户籍政策、教育政策的变革过程，以及不同时期的政策变革对不
同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的影响。

1. 户籍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尽管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②就试图以居民身份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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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 ，2017 年 4 月 1 日访问。
1984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
粮进集镇落户。1985 年 7 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出台。同年 9
月，居民身份证制度颁布实施。



取代户籍制度，但直到 90 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才出现实质性松动。1997
年出台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
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
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 年
出台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
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
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落

户。2001 年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意见的通知》对小城镇落户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2012 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
革的通知》提出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3 年颁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 2014 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则明确提出全面放开
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不同时期的户籍改革重点不同。80 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

农民进不了城的问题，90 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进城落户
问题，而最新一轮户籍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市民化问

题(刘传江，2013)。从表面上看，三个不同时期户籍政策调整只影响
到特定时期的一部分农民工群体，但事实上这些政策整体性地改变了

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生活预期。
2. 教育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大学生统招统分、给予干部身份
和城市户口的优待，对当时缺乏向上流动路径的农村社会而言，上大学

就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但整体而言，“70 后”以及更早期的农民工完
成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少。
人们习惯把 1999 年视为中国高校扩招元年，当年高校招生总人数

超过 150 万人，增幅超过 40%。高校扩招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升学
率，从高考录取率的数据来看，1977 年恢复高考时录取率不足 5%，
1998 年达到 34%，2012 年则接近 75%。高校扩招让更多的 1980 年之
后出生的农家子女进入了高等学府。
真正让农家子女既能上大学又能保留农业户籍的政策是一个当时

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便民措施”。2003 年出台的《公安部三十项便民利
民措施》规定，“考取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入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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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此时，农村户口含金量随着
承包地、宅基地升值以及各种补贴出台而提高，特别是城镇近郊土地升
值，使得一些农家子女选择了不转户口上大学的方式。
让农村大学生不愿意转户口的另一个原因是:高考扩招之后，高等

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而相当一部分农村大学生就

读的学校是三本或者高职院校。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文
凭贬值，再加上社会资本的不足，使得他们在职业发展上遇到瓶颈，难

以谋得较好的职业岗位。高职院校的农业户籍毕业生多进入了技术性
蓝领的职业岗位(田丰，2015)，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

1999 年的高考扩招、2003 年的便民措施，再加上农业户籍含金量
提高和文凭贬值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形成了农民工教育结

构变化的分水岭。在“70 后”以及更早期的农民工中很少能看到大学
毕业生，而“80 后”以及更后来的农民工中大学生已经占到了一定
份额。

3. 农民工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的代际差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工从人口结构到生

活方式，从经济地位到社会认同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王春光在
评价白南生等人关于农民工“80 年代以寻求就业为主转变为 90 年代
以寻求增加收入为主”的观点时认为，单纯从经济视角来审视以“80
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到他们社会认同的代际
差异。王春光认为，社会认同的代际差异有可能改变农民工的生命历
程，早期的农民工多以有务农经历的“60 后”为主，他们的定位是城市
的匆匆过客，趁着年轻力壮外出赚钱补贴家用，最终是要叶落归根回农

村。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特别是当他们在流入地社会陷入失业困
境的时候，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那样选择回归农村，而是选择

继续留在外地，继续过着流动的生活”(王春光，2001)。这意味着不同
年代的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出现了整体性变化。
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有明显的年龄效应。李培林(1996)对济南

农民工的调研中就发现，收入最高的是 26 － 35 岁的农民工。他还发现
连续外出务工 3 年以上的农民工收入最高，这说明农民工也存在人力
资本积累的情况，较多的工作经验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还受到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时期影

响，特别是 2003 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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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客观上为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变
革提供了条件，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能够延续他们的职业生涯，而新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则有了更多的选择。符平和唐有财(2009)
的研究发现，即便处于“民工荒”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年
龄之间仍然存在着“倒 U型”轨迹。他们没有走出上一代的阴影，继续
深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存在
着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同时还有“倒 U型”曲线的年龄效应。
其实，不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都会受到特定时期

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

段和年龄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评，加上出生

队列所带来的代际差异，兼具有年龄、时期和队列的混合效应。

(二)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评是社会分层领域中的主流话题，相

关研究的文献非常多。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与本研究相关的重要文
献加以评述。
讨论社会经济地位难以绕开邓肯(Duncan，1961)提出的社会经济

地位指数，这一指数也是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比较不同人群社会经济地

位的关键性指标。邓肯把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拟合成一个指标，这种
做法代表了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使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有了可

测量的依据，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后续的研究者在重复研究时发

现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解释力并没有那么强(Featherman ＆ Stevens，
1982)。而且，如果教育和收入能够准确预测社会经济地位，它们之间
又存在如此强的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教育和收入取代社

会经济指数来分析相关的议题呢(Haller ＆ Bills，1979; Vos，2005)? 直
接使用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的好处是能够分析两个变量背后不同的社

会机制和影响因素，在两者变动趋势出现背离的情况下尤其适用。因
此，本文的分析还是围绕着教育和收入两个核心变量来讨论。

1. 教育
尽管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可能加剧了机会的不平等(张扬波，

2002;李春玲，2010)，但不可否认，高等教育扩张也惠及了农民工阶
层。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没有改变户籍属性，使农民工
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呈现出明显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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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年龄之间的变化来看，关系较为复杂:在义务教育阶段，同一个

出生队列受教育年限与年龄之间几乎是完全线性关系;在完成义务教

育之后，受教育年限与年龄之间仍然会保持较强的线性关系，但线性关

系会在完成高等教育之后基本终结。如果只使用单个时点的横断面调
查数据，可以假设被调查者构成了一个虚拟队列，这样就构成了受教育

年限与年龄之间的线性关系，但这种情况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综上，本
文只提出两个关于教育的假设。
假设 1a( 时期效应假设) : 2006 年到 2015 年间，农民工阶层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
假设 1b( 队列效应假设) :农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出生

队列的后延而增加。
2. 收入
在全社会收入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农民工绝对收入的增长并不一

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指标应该是

相对收入，也就是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位序变化。收入歧视和收入
影响因素研究是农民工收入研究的重点领域(蔡昉等，2001;李骏、顾
燕峰，2011;刘玮玮，2015)。其中，应用最多的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
其基本假设包括:人力资本越高，收入越高;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决定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是教育，而随着农民工阶层平

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增长。同时，高考扩招的
主要受益人群是“80 后”农民工，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会让收入
水平更高。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歧视，其教育回报率低于城镇
人口(Wang et al．，2010)，这意味着虽然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教育却
可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收入增长速度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慢，相对

收入变动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沿袭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与收入
相关的假设，提出下面三个关于收入的假设。
假设 2a( 时期效应假设) : 2006 年到 2015 年间，农民工阶层相对收

入水平逐年提高。
假设 2b( 年龄效应假设) :农民工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随着年龄的

增长呈现倒 U型变化。
假设 2c( 队列效应假设) :农民工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随着出生队

列的后延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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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地位自评

社会地位自评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被称为主观阶层地位认同。
通常认为社会地位自评作为个人对自己的总体性评价，能够比较好地

反映出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能够体现出一些客观指标无

法体现的社会内容(Ostrove et al．，2000)。但这也会造成社会地位主
观自评与客观指标之间相关性较弱以及认知偏差带来的“趋中型”等
问题(Evans ＆ Kelley，2004;李培林、张翼，2008;范晓光，2015)。
以往的研究者发现，影响社会地位自评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客观结

构性和主观建构性两个方面(仇立平、韩钰，2014)。客观结构性因素
主要包括教育、收入、住房、政治身份、户籍属性等，主观建构性因素则
包括公平感、幸福感等主观态度。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农民工，其个体
特征上差异不大，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地位自评与教育和收入之

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时期、队列上的变化。考虑到农
民工在教育和收入上的变化可能具有相似性，本文提出下面三个关于

社会地位自评的假设。
假设 3a( 时期效应假设) : 2006 年到 2015 年间，农民工阶层社会地

位自评逐年提高。
假设 3b( 年龄效应假设)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自评随着年龄的

增长呈现倒 U型变化。
假设 3c( 队列效应假设)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自评随着出生队

列的后延而提高。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变量

(一)研究方法

年龄、时期和队列都是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
达为:时期 =年龄 +出生队列，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三者之间存在着
完全共线性的问题。如何处理年龄、时期和队列之间的完全共线性，解
决参数估计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研究者。
通常来讲，在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会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它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也不相同。在常规的研究
方法中，对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的分析是比较常见的。年龄效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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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体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特点，最常看到的研究是微观层面个体生

理条件随着年龄产生的变化。时期效应代表了调查时点或者统计时点
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最常看到的研究是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制度、政
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队列与前两者不同，它指
的是同一个出生队列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人群，比如属于同一

个出生队列的“80 后”、“90 后”，属于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红卫兵、
下岗工人等等。队列分析是强调人生命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史互动的
研究方法，它假定特定的社会变迁或者历史事件产生特定的影响，导致

这一群人的经历具有相似性，而不同队列的人群则呈现出不同的生命

轨迹(封婷等，2013)。
关于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研究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比

较成熟的分析方法和模型，但把年龄、时期和队列放在一起，分析年龄、
时期和队列各自的净效应，则因为共线性的存在而有了难度。年龄—时
期—队列分析的核心假设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会受到与时间相关的年龄、
时期和队列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因而，研究者需要分析不同调查时点

和不同出生队列的年龄别数据。但区分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
却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在多期横断面数据中，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混

杂在一起;在追踪调查数据中，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在某一个出生队列

中也是混杂在一起的。从技术上来讲，常规的回归方法没有办法解决模
型识别的问题，从而无法实现对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区分。
最早提出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思路的是梅森等人(Mason ＆

Poole，1973)，他们提出了 APC 多分类模型方法，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年
龄、时期和队列共线性的问题。之后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非常
多的探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如约减的

二因子模型、非线性参数转换、代理变量方法、IE 变量等(Kupper et
al．，1985;Wilmoth，1990; O’Brien，2000;Yang et al．，2004)。受统计分
析方法和计算能力所限，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汇总数据层面。随着统计
思路和方法的演进以及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广义混合线性

模型分析框架的广泛使用，解决模型识别的问题不再那么困难了。从
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年龄—时期—队列分析的目标就是分析年龄、时期
和队列各自的净效应(Yang ＆ Land，2008)，可以从年龄、时期和队列
三个时间角度来解释分析的结果。但在实际研究中，队列效应的分析
结果往往研究价值更大。甚至有学者认为，年龄—时期—队列分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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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就是获得队列效应的影响(Hobcraft et al．，1982)，在某种意义
上说，年龄—时期—队列分析可以等同于队列分析(Smith，2008)。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杨扬等(Yang ＆ Land，2008)提出了多层次

年龄—时期—队列(Hierarchical APC，简称 HAPC)模型，①其中适用于
多期横断面调查数据的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又被称为多层次
APC －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 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Ｒandom Effects Models，简称 HAPC-CCＲEM)。多层次 APC －交叉分类
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把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队列效应放置在模型的不
同层次，既解决了模型识别的问题，又能够观察时期和队列的差异，从

而避免了三者完全共线性的问题。其潜在的假设是年龄属于个体层次
的变量，而同一个时期或者同一个队列的人群经历的社会事件和人生

经历是相似的，在群体层面上会有相似的影响，时期和队列都可以视为

群体层次的变量。故而多层次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通常在
第一层放置的是个体层面的年龄变量，在第二层放置时期或者队列的

变量。其模型可以表达如下:
个体层次(层一):

Yijk = β0jk + β1jkageijk + β2jkXijk +… + eijk，eijk ～ N(0，σ2)

群体层次(层二):

βijk = γi0 + uij + vik，uij ～ N(0，τu)，vik ～ N(0，τv)

其中，eijk ～ N(0，σ2)是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uij ～ N(0，τu)表示第

j个队列的效应服从正态分布，且队列效应的总方差为τu;vik ～ N(0，τv)

表示第 k个时期的效应同样服从正态分布，且时期效应的总方差为τv。
i =1，2，…，njk，代表的是处于出生队列 j和时期 k的第 i个体样本;
j = 1，2，…，n，代表的是出生队列;
k = 1，2，…，n，代表的是调查年份，也就是时期。
多层次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在处理

多期横断面调查数据时，不需要每一年度都必须有调查数据，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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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和适用于追踪调查数据的多层次 APC －生长曲线分析( Hierarchical
APC-Growth Curve Analysis) 。本文使用的是多层次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故此
对多层次 APC －生长曲线分析不再赘述。



多期横断面调查年份的间隔也没有固定年限的要求。甚至在 GSS 抽
样框出现多次变动的情况下，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估计仍然
能够保持稳定的结果。
多层次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通过分层模型的形式，把年

龄变成了嵌套在群体层次的时期和队列之下的个体层次变量，化解了

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研究使用的多层次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
模型包括:(1)因变量是定距变量时，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2)因变
量是二分变量时，使用广义线性分层模型。本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的
统计软件是 SAS9. 4。

(二)研究变量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农民工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

评，因变量是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自评。
1. 因变量
教育:本研究将教育操作化定义为受教育年限。按照未上学为 0

年、小学为 6 年、初中为 9 年、高中 /中专 /职高为 12 年、大专 /高职为 15
年、本科为 16 年、研究生及以上为 19 年的规则，将调查中的教育变量
转变为受教育年限。
收入:本研究使用了两种收入计算方式，一种是绝对收入，一种是

相对收入。绝对收入就是比较被调查者回答的个人总收入和分项收入
之和，选择两者中较高者作为绝对收入的统计值。相对收入则是把绝
对收入按每轮调查年份做标准化处理，转化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相

对值。相对收入测量了农民工在每一轮调查时的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
比较所处的相对位置，因而更能体现出全社会收入都在上升的大背景

下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趋势。
社会地位自评:本研究对主观社会地位自我评价的处理方法有两

种。第一种是把社会地位自评视为定距变量，由于自评为上层的比例
很小，故在模型中将上层与中上层合并;第二种是把社会地位自评重新

分组为二分变量，自评为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合并，取值为 1，自评为中
下层、下层合并，取值为 0。

2. 自变量
由于农民工阶层的职业、户籍等常规变量高度一致，因此，本文使

用的自变量主要是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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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描述性分析

农民工收入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是

造成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是
决定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性变量。因而，本文的分析
也从教育开始。

(一)教育

从整体受教育情况来看，2006 年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 4
年，随后持续上升，到 2015 年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 9 年。

图 1 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描述性分析

图 1 中左图是按照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五
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
图 1 中右图则是把五轮调查按照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的年龄计算的农
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从左图中可以看到，2006 年到 2015 年五
个时期的调查结果几乎完全重叠，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他们

的出生队列后延而快速增长。“60 后”和“70 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
限都在 10 年以下，而“85 后”、“90 后”和“95 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则超过了 12 年。从图 1 右图中分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
除 15 － 19 岁年龄组之外，其他年龄组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年龄越大平均
受教育年限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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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文化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上文分析显示，
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最近 10 年有了显著的增长，从收入绝对值
来看也有显著增长。调查数据显示，①2006 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
1076 元，2008 年为 1387 元，2011 年为 2596 元，2013 年为 3524 元，
2015 年为 4212 元。
农民工收入增加除了源于人力资本要素提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性增长。因此，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变化不
仅仅要看收入的绝对值，还要看收入的相对值。相对值才能真正表明
农民工在收入分布中的位序变化。
为了方便比较相对收入水平，本文把 2006 年到 2015 年间五轮社

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在业人口绝对收入按照调查年份分别做标准化处

理，形成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相对值。从相对收入水平来看，农民工的
收入水平整体上并没有上升，其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值在 2006 年为
0. 29，2008 年为 0. 11，2011 年为 0. 18，2013 年为 0. 07，但 2015 年为
0. 17，反而低于 2006 年水平。
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也会受到年龄、时期和队列的不同影

响。图 2 中左图是按照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
工平均相对收入变化;右图则是把五轮调查按照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

的年龄，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平均相对收入变化。可以看到

图 2 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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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中各个时期农民工相对收入按照出生队列出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

势，相对收入的峰值也是依次递推后移，如 2006 年调查相对收入平均
最高的是 1970 － 1974 年出生队列，而 2015 年则移至 1980 － 1984 年期
间的出生队列。右图中则重点展示了相对收入变化的年龄分布变化，
农民工收入最高的是 20 － 29 岁年龄组和 30 － 39 岁年龄组。

(三)社会地位自评

尽管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绝对值在逐年增加，但是相

对收入水平在下降。在客观指标出现不一致变化时，主观指标可能更
加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五轮调查的农民工社会
地位自评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①

为方便比较农民工主观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本文对社会
地位自评进行了简化处理，把社会地位自评为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合
并，自评为中下层和下层合并，这样就把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转化为一

个二分变量，图 3 的两个图中呈现的是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
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左图中是按照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3 年
和 2015 年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社
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到 2015 年农民工社会地
位自评是最低的。在同一年份的比较中，出生队列较晚的农民工的评
价要高一些。右图是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

图 3 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的描述性分析(中层及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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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的比例，可以看到各个年龄组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新进

入该年龄组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在下降。

五、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由于出生队列、年龄和时期存在着完全共线性的关系，一般的统计
模型无法适用，因此本文试图使用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来解
决这一问题。杨扬(Yang，2013)提出的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
的思路是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的净效应。
考虑到 2011 年的调查数据由于抽样设计的原因可能与其他年份不一
致，故而本文所有的模型都做了包含 2011 年调查数据和不包含 2011
年调查数据的两个不同模型，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到
文章篇幅有限，同时也考虑到需要呈现比较完整的时期效应，本文只呈

现了包含 2011 年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一)教育获得的分析

本文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可以假定他们的生活境况较为接近，从

个体的生命历程来看，难以描述年龄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检验时

期效应和队列效应(见图 4)。
从分析结果来看，时期效应假设成立，也就是最近 10 年农民工教

育获得逐年递增，这与社会现实一致。其中，2011 年出现了比较明显
的凸起，应该与当年调查对大城市样本过度抽样有关。
从图 4 中可以看到队列效应的变化，1970 － 1979 年出生队列的农

民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凹形，意味着在剥离了年龄效应和时期效

应之后，1970 － 1979 年出生的农民工的教育获得既低于他们之前的出
生队列，也低于他们之后的出生队列，假设 1b 不成立。造成凹形的原
因与中国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下的城乡社会流动有关。在“文革”之
后恢复高考，大量农家子弟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在他们考上大学的同

时，户籍属性也从农业户籍变为非农业户籍，因而在早期很少有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农民工。随着中国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农村考生
在考上大学之后可以不转变户籍属性，很多农家子弟从自身利益的角

度考虑也放弃了转变户籍属性，就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接受过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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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工。所以，从队列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到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造
成了城乡之间畸形社会流动的“掐尖效应”。

图 4 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

表 1 对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估计结果

教育模型 1

固定效应 参数值 系数估计值

截距 γ00 13. 2556＊＊＊

年龄 β2 － . 1118＊＊＊

随机效应 参数值 方差估计值

时期效应

截距 u0j . 1414

队列效应

截距 v0k . 0782

残差 eijk 9. 7299＊＊＊

－ 2 残差对数似然值 42611. 1

注:＊＊＊p ＜ 0. 001。

(二)收入水平的分析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着“倒 U型”的关系。从
表 2 的分析结果可见，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年龄效应。
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都显著，也就是农民工收入同样也随着年龄增长呈

现出倒 U型，假设 2b成立，也就是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
加，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随着年龄继续增加而下降。同时，教育年限与农
民工收入是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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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 系数估计值

截距 － . 3199

年龄 . 0228＊＊

年龄平方 － . 0003＊＊＊

教育年限 . 0116＊＊

随机效应 方差估计值 /Z值

时期效应

截距 . 0053

队列效应

截距 . 0006

残差 1. 0985＊＊＊

－ 2 残差对数似然值 24464. 6

注:＊＊p ＜ 0. 01，＊＊＊p ＜ 0. 001。

图 5 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

从图 5 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 年明显要高于其他四个时期，2008
年和 2013 年的时期效应都要低于 0，2015 年比 2013 年有所提升。可
见，虽然劳动力供给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不断

增加，但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出现逐年增长的情况，假设 2a不成立。
农民工收入的队列效应系数变化的振幅较窄，其中 1960 － 1969 年

出生队列的较低，而 1980 － 1989 年出生队列的较高，假设 2c 不成立。
造成波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与 1980 － 1989 年出生队列农民工接受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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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比例增加有关。尽管在模型中控制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估计了
教育对相对收入的影响，但教育除了直接影响到收入之外，可能还会通

过其他路径，比如工作单位和职位等间接影响到收入，而调查数据和分

析模型中并没有包含这些变量，所以教育影响也可以从出生队列的效

应中体现。二是与调查时点有关。在 2006 年调查时，一部分“60 后”
农民工就已经进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后半期，身体机能下降导致他们

的相对收入水平也较低。

(三)社会地位自评

本文将社会地位自评分析模型分为两个思路来测量:第一个是把

社会地位自评视为一个定距变量，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第二个是把社
会地位自评合并分组形成一个二分变量，使用多层广义线性模型。从
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把社会地位自评视为一个定距变量还是视为一

个二分变量，分析结果中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变动趋势
都是一致的。因篇幅有限，本文只呈现了第二个思路的结果(见表 3)。

表 3 对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估计结果

社会地位自评模型 1 社会地位自评模型 2

固定效应 参数值 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值

截距 γ00 － . 3180 . 7789 +

年龄 β2 － . 0198 － . 0624＊＊

年龄平方 γ10 . 0003* . 0007＊＊

教育 β5 . 0584＊＊＊

相对收入 β6 . 2344＊＊＊ . 2352＊＊＊

随机效应 参数值 方差估计值 方差估计值

时期效应

截距 u0j . 0391 + . 0294*

队列效应

截距 v0k . 0001 . 0180*

教育 v1k . 0035＊＊

－2残差对数似然值 eijk 35213 35246

注: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从年龄效应来看，年龄与社会地位自评之间存在着 U 型关系，即
年龄大的农民工和年轻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比较高，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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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一)

3b不成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在个体生命历程
中的生活压力和参照群体的变化。李培林等研究发现，生活压力在新
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和态度之间是一个关键性的中介变量(李培林、田
丰，2011)。一部分青年农民工有足够的能力融入城镇社会，加之个人
在青年阶段生活压力不高，他们可能怀有融入城镇社会的美好期望。
中年农民工面对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同时还有融入城镇社会的种种困

难，导致他们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生
活压力不大，加上他们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其参照群体更有可能是家乡

的农村居民，这些因素都会使得他们的自评较高。
从图 6 呈现的五轮调查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 年到 2011 年之间

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是上升的;在 2011 年之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
自评呈下降趋势，假设 3a不成立。考虑到 2011 年存在过度抽样，农民
工在 2011 年社会地位自评较高可能是抽样所致。
从队列效应来看，1970 － 1979 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

最高，1980 － 1989 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最低，假设 3c 不
成立。这一点与“70 后”和“80 后”人群的个体生命历程有很大的关
系，“70 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的时候既没有文凭贬值，也没有遇到高
房价的困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农民工身上，在其他人群中也有体现。
曾有媒体报道称，五成以上的“80 后”认为生活压力比“70 后”更大(邱
敏、李颖，2010)。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住房价格快速攀升的背景下，
1970 － 1979 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进入婚育年龄时还能够在城镇里买
得起房，而 1980 － 1989 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依靠自己的收入在城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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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住房的可能性下降，队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出生队列的农民

工生活际遇的变化。
在模型 2 中，教育年限变量从个体层次转移到群体层次。分析发

现，教育年限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随着出生年份的后移而下降，也就

是出生越晚的农民工，他们教育年限对自评的正向影响越小。

图 7 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二)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中国农民工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贡献之间的不对等是一个被

讨论了许多遍的话题。从社会贡献来看，农民工承担了城镇社会中最
苦最累最脏最差的工作，却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无论是社会地位还

是经济地位，在城镇社会中往往都处于最底层。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
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低既与劳动力市场歧视有关，也与他们自身文化

程度较低、人力资本少、劳动力供给过剩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持续紧

张，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同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
革使得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农民工的教育

结构也得到了一定改善。那么，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改变农民工阶层
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呢? 就此问题，本文尝试使用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五轮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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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在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和农民工教育结构改善的条件下

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评的变化。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经济
地位实际上是出现了“逆成长”，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评均出现了下
降。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在分析农民工教育获得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时，时期效应

符合研究假设，呈现出增长趋势，而队列效应的分析则发现了高等教育

对农村人口的“掐尖效应”。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作用下，教育作为
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通过高考将农村人口中的学习尖子导

流为城镇人口。在教育被认为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户籍制度和高考
制度合力形成了农村人力资本不断外流的局面，这对个人而言是向上

社会流动，但对农村整体而言却是人力资本的掠夺。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高等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大多数是适合城市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

并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农村人才供给的空缺。
其次，按照一般的经济供需关系，在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的情况

下，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提高，特别是农民工教育结构改善可能对收入有

正面影响。本文分析却发现，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
在时期效应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显然与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结果

不一致。由此可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作用来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经济
地位是难以实现的。此外，农民工阶层收入在年龄效应上符合人力资
本理论的假设，呈现出倒 U 型，队列效应上也是平均教育年限较高的
1980 － 1989 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较高。本研究也检验了教
育在出生队列群体层次上的影响，分析结果也印证了队列效应实际上

是生命历程与社会历史互动结果的呈现。
再次，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效应上呈现出 U 型关系，上

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最低。从时期效应来
看，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出现下降趋势。队列效应中，平均受教
育年限较高、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的 1980 － 1989 年出生队列农民工的
社会地位自评反而相对较低，这与他们生活际遇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强

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的队
列效应是下降的，随着出生队列的延迟，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正面影

响在下降，“教育无用论”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
社会态度上。教育队列影响下降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农民工放弃接受
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恶性循环，进而导致

041

社会学研究 2017． 3



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
总体来看，最近 10 年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农民工教育结构得到

改善，却没有提高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教育与收入上的逆向变化增
加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导致“80 后”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不
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1980 年之后出生队列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
受教育年限最高，收入也较其他出生队列高一些，社会地位自评却最

低。综合起来分析，农民工阶层最近 10 年来无论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地
位，还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自评，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反而出现了进

一步下沉的趋势。
在上述的经验研究发现之外，本研究对社会政策亦有一些启示。

本研究证明，即使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因素自发调节

和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即便是在研究者认为有可能
发生改变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我们看到的仍是相对剥夺感带来的社

会地位自评下降。这一现象提示政府，仅仅依靠在户籍登记上改变农
民工户籍属性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可能在城镇社会

形成一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同时，政府还需要反思高等教
育制度，在长期的“掐尖效应”之后，人才匮乏已经影响到农村社会的
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弥补“掐尖效应”导致的农村人才真
空，那么农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本研究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所使用的年龄—时期—队

列分析方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在概念界定上，把社会经济地
位直接分成教育和收入两个部分来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后，在
模型设计上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变量。这些问题有待未来的研究继续
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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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 to rise especially among elite institutes，and expansion starting at a lower
threshold causes inequality to fall． This theory is referred to as the “Threshold
Dependent Inequality”theory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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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alyzing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of Easterlin Paradox Li Lulu ＆ Shi Lei 95…………………

Abstract:Using the 2010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we analyze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of Easterlin Paradox in China． By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three basic variables which include macroeconomic growth，
demand shift of residents and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we reveal the interaction
among multiple variables and between macro-and micro-mechanism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i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thus showing how Easterlin Paradox is formed in
China． We find that as the economy grows，resi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 shifts from
needs for basic survival to that of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which reduces the
rewards brought by the increase in personal wealth． What’s more，the aggravating
social inequality introduces relative deprivation， eliminating happiness brought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sult，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not rise noticeab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but comes to a relative standstill．

The Downward Movement:Changes of Migrant Workers’Socio-economic
Status during 2006 － 2015 Tian Feng 121………………………………

Abstract: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labor market of
China is facing labor supply inflexion，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The
migrant workers constitute a marginalized group in urban China， although their
education level has improved substantially and their absolute income continues to
increase． By using the age-period-cohort model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2006 to 2015．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upply inflexion and education structure improvement do not
increase the relative income or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the migrant workers，who seem
to be going through a“downward movement”． Therefore，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by relying solel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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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taneous power of the marke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flect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social policies．

The Complexity of Polic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Lv Fang ＆ Mei Lin 144……………………………

Abstract:The choic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ed． In the complex policy， characterized by multi-purposes， a claim for
flexibility，and sens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divergence，is more efficient for empowering
the lower-level government． The needs of the targeted group can be better responded to．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cause “moral hazard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needs to be better guided and regulated． Besides the common practice of
aim-setting and supervision，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mulgates policy guidelines to
regulate the activ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Meanwhile， local governments are
encouraged to“translate”the policy guidelines into practical activities that respond to
local need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essential to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te control and local flexibility．

The Key to Succes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Intra-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Perspective Ｒen Min 169………………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ra-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alysis framework to
reveal the conditional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The
retrospection of a nine-year application process of EＲP in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shows
how a new technology’s performance fluctuation correlates with its intra-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changes，composed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task legitimacy and value
legitimacy．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aining sufficient legitimacy is one necessity for
the succes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asically，performance legitimacy determines how
far technologies can be transferred into the corporate sector． When a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arts with performance uncertainty，it is the task legitimacy that ensures th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supplies，which serve to initiate and accelerate th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Value legitimacy，on the other hand，ensures the informal resources input，
which preserves the technology in crisis for future possible reuse and advance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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